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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贯通于现在　现在孕育着未来

——普希金的历史主义观初探

查晓燕

　　象任何领域个别而又伟大的人物一样,普

希金善于对历史、对古代文化进行饱含哲理的

思考。他把握历史的立足点是现在, 因此, 他没

有沉迷在史料的海洋中津津乐道于考证,而是

总能跃出历史的事象, 将过去贯通于现在, 用历

史解决当代的问题,进而找到对未来的决断,对

未来的责任。

普希金的历史主义观集中表现为三点:一、

俄国的历史是以俄罗斯民族独特的文化为根基

发展起来的, 而不是模仿欧洲模式的产物, 俄国

历史与其他欧洲国家从来没有可寻的共同处,

因此,评价俄国历史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尺度。

二、俄罗斯人应当拥有珍视、热爱自己祖国的历

史与文化的感情。对历史的热爱就是对祖国的

热爱、对人民的热爱、对统一的热爱。三、诗人是

真正撰写历史的人。诗人记录并珍藏着对民族

与国家的感情、思考与理想,体现并延续着民族

与时代的精神风貌。

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探讨普希金的历史主

义观。这两个方面是: 普希金对卡拉姆辛及其

《俄国国家史》的评价;普希金同恰达耶夫关于

俄国有无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论争。

一

皇村时期,普希金还没有表现出对历史的

特殊兴趣。皇村学校毕业后,在彼得堡,普希金

不惜花费时间、精力, 钻研起卡拉姆辛的《俄国

国家史》。此后,诗人对历史的兴趣日浓。

普希金关于卡拉姆辛和《俄国国家史》的种

种看法主要反映在四篇文章里:《论国民教育》

( 1826)、《书信、思考和杂记片断》( 1828)、《致

〈莫斯科导报〉出版者的信》( 1828)和《H·波列

沃依著〈俄国民族史〉》( 1830)。

当时的俄国,人们盲目崇拜西欧,对自己祖

国的历史知之甚少, 而且还浑然不觉这一缺陷。

《俄国国家史》的出版,用普希金的话说就是,具

有“哥伦布发现美洲”般的重大历史意义。卡拉

姆辛的这部多卷本历史著作以通俗易懂的形

式,对俄国历史全貌作了概括介绍。从此,俄国

历史知识通过卡拉姆辛的卓越才能灌注到了俄

国社会,尽管暂时主要限于贵族阶层。以往的史

书只是少数学者的专利。1818年头八卷一出版

便“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响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

象。⋯⋯卡拉姆辛发现古代俄国, 看来,就象哥

伦布发现美洲一样。一时间任何地方都不谈论

其他的内容。”� 普希金感叹“俄国人对俄国了

解得太少”,他主张, 要让历史知识“占据将以信

念和真理服务于祖国的贵族青年的头脑”。�

《俄国国家史》是分别在不同年代陆续发表

的。首批头八卷问世后, 出现了许多批评意见。

批评集中于一点,即书中有美化封建宗法制度、

为专制政权辩护的内容。普希金也曾注意到这

一点,在一首诗中他批评道:



他的历史以其优雅和朴素

不怀任何偏见,在向我们证明:

　　专制政体的必要

　　以及鞭子的迷人。�

维亚泽姆斯基责备普希金不该写此诗, 毕竟当

时普希金在诗歌创作上与卡拉姆辛同属一派,

普希金却满意这四句卡拉姆辛式的轻松讽刺,

他认为卡拉姆辛在书中为专制制度作了遮掩。

1821年,第 9卷出版。卡拉姆辛在这一卷

对沙皇专制的残暴进行了有力的揭露,譬如,第

6章大胆而详尽地谈到伊凡雷帝的种种暴政。

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, 连十二月党人 K·雷

列耶夫都赞扬道: 他对伊凡雷帝专制的大胆描

写震惊了同时代人。

普希金强调《俄国国家史》的价值首先在于

其历史价值。普希金看到,卡拉姆辛以学者的严

谨、文学家的丰满笔触对史料作了一番勘查。在

《H·波列沃依著〈俄国民族史〉》里普希金指

出:“卡拉姆辛既是我们的第一位历史学家,又

是最后一位编年史家。他那带有僧侣般敦厚的

精神思索给他的阐述带来古老编年史的难以言

传的美妙。”
�
这篇文章高度地评价了卡拉姆辛

为俄国史学作出的巨大贡献,即,将批评精神注

入历史著作, 让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。普希金

倡导卡拉姆辛严谨治学的态度, 在诗人看来,只

有凭借这样的态度才能走上探求真理、传播知

识的道路。

普希金对卡拉姆辛的默默耕耘表现出深深

的尊敬。诗人在《论国民教育》( 1826)一文中赞

扬道: “《俄国国家史》不仅是部伟大作家的作

品,而且还是一位诚实的人的功绩”; �继而,他

在《书信、思考和杂记片断》( 1828)里指出: “几

乎没有人对这位在成就最为辉煌的时候静坐于

书房,将整整十二载生命奉献给默默无闻、孜孜

不倦劳动的人说声‘谢谢’。”�在普希金看来,

伟大的作品一定是由伟大的人格孕育而出的。

难怪他在自己的剧作《鲍里斯·戈都诺夫》的卷

首写道:“谨以虔诚和感激将本剧献给俄罗斯人

所珍贵纪念的尼古拉·米哈伊洛维奇·卡拉姆

辛”。

普希金不仅看到《俄国国家史》的历史史料

价值, 而且吸取了其文学价值, 进而受“其天才

鼓舞”创作了历史剧《鲍里斯·戈都诺夫》。实际

上普希金是接着卡拉姆辛续写《俄国国家史》。

在《〈鲍里斯·戈都诺夫〉序》( 1830)中, 普希金

总结道:“我遵循卡拉姆辛的思路明快地展开事

件; 我从编年史中竭力揣摩当时的思想方法和

语言。”
�
值得注意的是, 1825年创作《鲍里斯·

戈都诺夫》时, 普希金已经明显感到自己精神力

量的成熟,所以该剧的意图决非机械地复制、传

达卡拉姆辛的思想,而是表述了普希金于这一

时期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,即人民在历史中的

重要性。剧中两股逆向运动的力量形成鲜明的

对比:沙皇鲍里斯·戈都诺夫由兴到衰,而人民

的力量由弱到强,人民最终以起义方式推翻沙

皇统治。关于这一主题的思索一直延伸到普希

金后期的作品《上尉的女儿》( 1833-1836)里。

在形象塑造方面,普希金吸收了卡拉姆辛

在《俄国国家史》刻画人物的原则。卡拉姆辛的

人物性格往往具有两面性——通常又以极端化

的方式表现出来;在普希金那里,鲍里斯·戈都

诺夫是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的沙皇,他时而贤

明、豁达、善良,时而又狭隘、浅薄地抱怨自己的

命运、抱怨人民。

在《鲍里斯·戈都诺夫》中, 普希金力求将

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结合起来。这一点突出地

体现在比缅的形象塑造上。普希金在《致〈莫斯

科导报〉出版者的信》里说道: “比缅的性格并非

我的发明。在他身上我集中了我们史书中能够

吸引我的特点; 在这遥远的过去时代的珍贵文

献中表现出了非常令人感动的温和、婴儿般的

同时又是充满智慧的朴实、对上帝赐予的沙皇

政权的忠心耿耿和对浮华虚荣的完全戒绝⋯⋯

我觉得,这种性格对于俄国人的心来说,既新鲜

又熟悉;为卡拉姆辛所深刻理解并反映在他那

不朽著作中的古代史家令人感动的温厚, 使我

朴素的诗歌增色不少, 而且一定会赢得读者宽

厚的微笑。”�这里, 普希金概括出卡拉姆辛风

格孕育出的编年史家的典型特征: 孩童般聪慧、



纯朴的心灵, 可爱、温驯的秉性, 虔诚勤劳, 没有

任何世俗偏见,带有君权神授观念。

在普希金笔下, 比缅是个具有先知般的智

慧、宁静致远境界的历史老人,他凝聚着典型的

俄罗斯精神。可见,普希金深入到了俄罗斯精神

的实质之中,进而又比卡拉姆辛更深地揭示了

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与地位。从这层意义来讲,

别林斯基认为, 卡拉姆辛和他的《俄国国家史》

最终吸引普希金的不仅是它的文体, 更重要的

是它的精神、倾向与原则。

综括普希金对卡拉姆辛和《俄国国家史》的

评价,我们再次强调,普希金的历史主义的最大

特点是将视点置于现在,把历史视作一个动态

的过程, 在连续中把握历史、评判撰写历史的

人。他的“历史感觉”是与真理感溶为一体的。

“他和一切系统的、人工编成的教科书格格不

入,甚至是对立的。”�而对历史严肃、认真的审

视依赖于不计私利的好奇心、高度的诚实与孜

孜不倦的勤奋。

二

普希金一直以祖国的历史为荣, 尽管她的

历史比起其他一些民族悠久的历史要短得多。

他不允许任何人玷污历史、歪曲真实。因此,诗

人既能够写出至今仍被视为呵护友谊、珍视友

人的三篇诗歌佳作,
��
寄赠好友恰达耶夫

( 1794—1856) ,又能够抛出一封言辞激烈的信,

抨击这位好友。普希金在这封信中旗帜鲜明地

表示:“除了我们祖先赐予我们的历史, 在这世

界上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更换祖国,或是拥有其

他的历史。”��作为诗人, 普希金又是怎样以诗

的语言表述这一思想的呢(第 10章, 第 15节) :

他眼中只有俄罗斯,在世界上,

他只珍爱自己的俄罗斯理想,

在此,普希金借“他”言己。实际上也是如此

——他始终抱着积极、乐观的态度,客观中肯地

看待自己祖国的历史与文化。

引起普希金写出《致恰达耶夫的信》的原因

是什么?

1826 年, 恰达耶夫从国外返回祖国后, 便

潜心于哲学研究。他发现,俄国历史具有完全不

同于西方的特点,而他从西方接受的思想无法

指点俄国未来的方向,于是恰达耶夫感到迷茫、

失望, 进而陷入忧郁的绝望, 发出呐喊: 1836

年,第 15期《望远镜》杂志发表了他的《哲学书

简(之一)》。文章的中心思想如下:俄国一切的

不幸首先在于东正教的兴盛,东正教没有给俄

国带来积极的影响——俄国没有过去。世界上

所有民族中唯有俄罗斯民族对世界毫无贡献。

俄罗斯人不仅没有从其他民族那里学到什么,

而且一直在玷污人类的精神。俄国现在与西欧

隔绝了,这样势必陷入无知和野蛮——俄国也

将没有未来。俄国人没有祖国,是“无家可归”的

飘零者。恰达耶夫的文章笔锋严酷、犀利,一方

面体现了作者对俄国的历史和传统持有否定批

判的态度, 另一方面酣畅淋漓地表达了欧化的

贵族先进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和精神悲剧, 这

些都被普希金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描述了出

来(第 2章,第 6节)。

恰达耶夫以哲学的思辨语言,普希金以诗

歌的形象化语言,不约而同地概括了当时贵族

青年中间普遍存在的典型情绪。奥涅金的形象

被俄国文学称之为“多余人”。“多余人现象”是

普希金时代一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文化现象。

奥涅金是觉醒了的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,

这些青年大都天资聪颖、知识广博,从小受到欧

化的教育。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、经济学说盛行

于俄国之时,他们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期。在他

们的个人经历里,最初耳闻目睹的是 1812年卫

国战争中爱国热情空前高涨、公民意识迅速觉

醒的蓬勃景象,而后,则是江河日下的现实——

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、尼古拉一世王朝的伪善、

残暴与堕落。越来越严的思想禁锢令许多人害

上了“俄罗斯忧郁症”, 他们之中只有小部分人

转而回归到俄罗斯的民间传统中去,加入到力

求改变现实的人们的行列里;大部分人还是看

不到人民的力量和自己的社会责任,悲观地叹

息、抱怨现实, 认为自己是在故乡与异乡之间飘



泊无定的精神流浪者,“无目的、不劳动地活到

今天”。眼看韶光逝去、理想成灰,他们仍然不满

意别人, 也不满意自己, 不甘心庸碌无闻地活

着。富有诗意的天性依然企盼着生命新陈代谢

的动力。然而,现实中的人不可能完全超然于社

会、时代之外,所以,“奥涅金们”总众边缘徘徊。

越界与不越界的痛苦时刻折磨着这些处于社会

转型期、貌似多余的“文化边缘人”。

普希金时代,贵族中的先进分子都希望一

方面建立自己健康的人格, 另一方面建立周围

的“文明生活”。文明的人类本来就对双重意义

上的美好生活怀有本能的渴求。普希金提醒人

们,人的生活、生命好似不断负重奔跑的马车,

对自由的追求、对理想生活的憧憬,不能抛弃文

明社会的一切。这一思想在诗人20年代初的诗

作中已经反映出来, 象《致格涅吉奇》( 1821)、

《生命的马车》( 1823)和长诗《高加索的俘虏》

( 1820—1821)。

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, “多余人”并不多余。

任何民族、任何时代都需要一批饱含忧患意识、

充满批判精神的才人智士, 社会的精神文化生

活才富于活力与创新。由他们构成的群体看似

不安分,甚至令当政者头疼,但正是他们“逼迫”

着民族不满于苟安平庸,而去追求人类通向理

想的境界;正是他们让社会与时代不得不去发

掘新需要,重新衡量并调整古老的法则、旧有的

标准,进而策划推出新的文化目标、价值体系。

普希金写于逝世前三个月的《致恰达耶夫

的信》文采飞扬, 观点明朗, 思想深刻, 激情满

怀。它是普希金留给后代的遗言,是普希金在行

将告别人世之际的思想宣泄。它是诗人以高度

凝练的语言在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观作一番总的

巡礼。该信的主要观点为:俄国有自己完整而丰

富的历史;俄国文化拥有独特的渊源,俄国文化

决不是在异质文化模式上发展起来的; 俄国曾

以自己惨重的牺牲换来了人类精神的巨大进

步,俄国人应当引此为荣。下面我们来谈谈这封

信的具体内容。

普希金是他那个时代仅次于卡拉姆辛,对

俄国历史作过全面、深入研究的人。因此, 他为

俄国历史的辩护具有权威性。普希金向恰达耶

夫一一历数俄国历史上的辉煌事件与划时代的

人物,如俄国的内讧、发展和统一, 如伊凡雷帝、

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彼得大帝, ��在此,普希金点

出了俄国历史发展中的几位关键性人物。应当

特别指出的是,在其他地方,普希金评说过伊凡

雷帝的血腥暴政,而这里却是从正面意义上肯

定他为俄罗斯统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本文开始,

我们谈到,普希金认为,俄国历史向来与任何一

个欧洲国家都不相同, 评价俄国历史需要一种

特殊的尺度。他这样说, 也是这样做的。

文化是历史的投影。正是鉴于对俄国历史

的深刻认识, 普希金强调, 俄国文化发展到今

天, 走的完全是自己的道路, 他纠正恰达耶夫,

说道: “您认为, 我们从中汲取基督教知识的源

泉并不纯净, 拜占庭本应受到轻视等等⋯⋯我

的朋友⋯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拿来福音书和传

说,却不是幼稚的琐细和口角的习气。拜占庭的

风俗从未成为基辅的风俗。”
��
普希金关于基辅

罗斯文明是独树一帜的文明,这一论断非常正

确。基辅罗斯时期, 尤其自公元 988年“罗斯受

洗”以来, 罗斯与拜占庭的贸易和战争趋于频

繁, 拜占庭神父和希腊书籍源源不断地涌入罗

斯, 拜占庭的神学、宗教、艺术等方面的精神财

富对于形成俄罗斯文化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,

但俄罗斯人民才是自身文化的创造者,他们亲

手建造了俄罗斯文明生长的摇篮——基辅和诺

夫哥罗德,谱写出代代相传的壮士歌。虽然《致

恰达耶夫的信》没有直接列举诸如此类的文化

事实,但是,普希金以高度凝练的语言, 传达出

他对丰富独特的俄罗斯精神文化遗产无比珍视

的感情。

普希金不是在这封信里才倡导人们重视祖

国精神文化的价值。早在 20年代创作《叶甫盖

尼·奥涅金》时, 普希金就通过达吉雅娜的形

象,提醒一心向往走西欧道路的俄国人,不要忘

记和轻视俄罗斯民族的优秀传统(第 5章, 第 4

节)。“灵魂上的俄罗斯人’达吉雅娜是普希金为

俄国生活树立的理想,她与俄罗斯大地,与俄罗

斯底层的、民间的东西密不可分(第 8章,第 46



节)。诗人借达吉雅娜想要换回宁静的俄罗斯乡

村,暗示那些迷失方向的俄罗斯人:我们真正的

精神家园在哪里, 俄罗斯的民族特色蕴藏在何

处。所以,达吉雅娜不单纯是向往爱情、渴望家

庭幸福的女性的化身,她是普希金美学思想的

高度概括与明确表述——诗人将达吉雅娜视作

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需求, 它比追求个人幸

福的意义要深远得多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达吉雅

娜是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与内心力量的象征。

人类发展到今天所拥有的巨大的精神文化

财富,是世界上各民族轮番作出贡献的结果。普

希金以他那超出同时代人的全人类眼光,引导

恰达耶夫走出片面、偏激:“无疑,分裂出去的教

派把我们与欧洲整体割裂开来,因而我们未能

介入任何一桩震惊欧洲的重大事件, 但是我们

有自己的特殊使命。正是俄罗斯,正是她那辽阔

无边的疆土吞没了蒙古人的入侵。鞑靼人未敢

越过我们的西方边界、将我们置于后方。他们回

到自己的草原上去了, 基督教文明得以拯救。仅

仅为了这一功绩, 我们就完全可以傲立于世

⋯⋯我们的磨难让天主教的欧洲不受任何干扰

地蓬勃发展。”��无可置疑, 普希金这一论断是

天才的的真知灼见。后人们用近似的语言重复

着他的深刻见解。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:“罗

斯人是拯救者——拯救人们免受蒙古压制的拯

救者,他们竭尽全力阻挡蒙古人,不许蒙古人进

入欧洲,他们确实是保护欧洲的一座墙,承受了

所有射击的一座墙, 被敌人摧毁了一半的一座

墙”; ��比起车尔尼雪夫斯基, 苏联著名历史学

家 B·马夫罗金表述得更加学术化、理性化:

“只因为罗斯把剩余的全部欧洲从‘蒙古奴役的

血腥泥潭’(马克思语)中拯救出来,但丁和莱奥

纳多·达·芬奇, 马可·波罗和瓦斯科·达·

伽马, 哥白尼和哥伦布, 麦哲伦和乔叟,胡滕贝

格和胡斯才有可能创作自己的出色作品,创造

伟大的事业和作出惊人的丰功伟绩。如果不考

虑到罗斯人在拔都入侵时期所作的贡献,那就

无法理解文艺复兴时代和原始积累时代的伟大

发现和发明。”��

在论述了俄罗斯文化是循着自己的道路发

展起来之后, 针对恰达耶夫只看到俄国僧侣阶

层“今不如昔”、未看到它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,

普希金提醒恰达耶夫注意: “费奥凡之前, 我们

的僧侣阶层是值得尊敬的。它从不用教皇主义

的卑鄙行为玷污自己的名声, 当然,它从未在那

个人们最需要统一的时候发动变革。”��最后这

半句话揭示了俄国僧侣在积极推动罗斯统一事

业中的功劳。罗斯统一的观念在宗教界出现得

较早。14世纪初,东正教教会开始关注全罗斯

的事业,支持大公将罗斯合并为统一的国家。早

在 1822年,普希金在《关于十八世纪俄国史的

笔记》中阐述过自己对僧侣阶层的看法:它曾一

直是处于民众和国君之间的中介人,如同介于

人类和上帝之间。我们的历史,进而我们的教育

归功于僧侣们。可见,普希金的文化观中很重要

的一点就是肯定进步的僧侣阶层在俄国历史、

文化发展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: 二百多年蒙古

鞑靼人的统治使罗斯的物质、精神文化的发展

遭到严重摧残。众多的城市乡村被夷为平地,大

量的文化历史古迹被毁坏,建筑、雕塑、绘画、文

学倒退得十分厉害, 可是,这一时期罗斯文化并

未中断,仍以基辅罗斯文化作为蓝本发展,原因

就在于具有启蒙意识的僧侣阶层。

普希金的思想、创作乃至为人都带有积极、

乐观的成份。他总是善于发现被审视对象身上

的向上因素, 对世事、人物的评价向来一分为

二,满怀同情、宽容的精神。普希金的同情,不是

怕得罪什么的怯弱,正如他的批评从不有意与

谁为仇一样。同情与批评都是发自内心的对人

的爱,对真理的尊敬。因为他一贯主张:批评的

态度要端正, “讽刺不是批评——嘲弄不是反

驳”(《普希金全集》第 7卷,第 101页) ; 批评“要

求的不仅是健康的思想, 还有爱和科学(《普希

金全集》第 10卷, 第398页)。在《致恰达耶夫的

信》的结尾处,普希金指出: “⋯⋯必须承认, 我

们的社会生活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。这就是

缺乏社会舆论,这就是对一切职责、正义和真理

持漠不关心的态度,这就是对人的思想和尊严

表现出无耻的蔑视——这些的确会令人陷入绝

望。您大声地说出了这一点,您做得对。”
��
普希



金的这段话表明, 恰达耶夫的《哲学书简》的结

论尽管站不住脚, 但是它对俄国现状及前途的

忧愤饱含了作者的真情,文章本身已退居次要

地位, 它对思想界的震动以及即将带给人们的

精神的长久而深刻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,这一

点从 30年代至 40年代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

论争中反映出来。在尼古拉一世严格禁锢人们

思想的年代,恰达耶夫难能可贵地说出自己和

民族想要说的话。普希金最为敬重这样的爱国

主义者。

19世纪初,俄国贵族社会充斥着一种令人

担忧的现象: 人们盲目崇欧,“言必称法国”,缺

乏祖国意识, 为祖国辩护反被视作落伍。普希金

的小说《罗斯拉甫列夫》( 1831)揭示了这一现

象:“模仿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腔调成了时髦风

气。爱祖国被看作迂腐。当时的才子们卑躬屈

节地疯狂称颂拿破仑, 并且取笑我们的失利。可

惜,为祖国辩护的人都太老实了;他们被人百般

嘲弄讥笑⋯⋯青年人都用一种轻蔑或冷淡的语

言淡论俄国的事情⋯⋯总之,这个社会是够恶

劣的了。”��人们的价值观念、思想方法、生活方

式都受到极度扭曲。抛开观点正确与否、真理站

在哪一方这一问题, 普希金和恰达耶夫都是真

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。他们不粉饰现实, 不沉

湎于空想、悠闲、懒惰、而是不断思考、探求着俄

国通向未来的道路。

在这封信的最后, 普希金充满善意地说:

“但我担心,您的宗教历史观点不要对您有什么

坏的影响。”��因为,普希金看到,恰达耶夫潜心

于哲学, 他的哲学观中有天主教的天命论以及

社会基督教思想的影响。就象这样,普希金对朋

友、对同时代作家的思想与创作一向关怀备至。

如果从纵向上把《致恰达耶夫的信》与三年

前写成的长诗《青铜骑士》、八年前诞生的另一

部长诗《波尔塔瓦》以及九年前出现的第一部散

文作品《彼得大帝的黑人》串联起来分析, 我们

就不难发现普希金确立俄国文化的思想倾向。

如果我们再从横向上来看普希金在生命最后一

年的主要创作活动, 也会发现,诗人预感到自己

的生命行将结束,于是再次凝望俄国历史,同时

对自己一生寻求生命存在更高的意义和价值进

行归纳与总结: 1836年初, 他写了《论伊戈尔的

远征》; 5 月, 到达莫斯科, 便一头扎进档案馆,

查找有关彼得大帝的史料, 加紧撰写动笔于

1827 年的《彼得大帝史》资料; 8月 31日, 写下

那首著名的诗《纪念碑》; 10月 19日, 致信恰达

耶夫。

通过《致恰达耶夫的信》, 普希金醒示所有

俄罗斯人, 俄罗斯大地是俄罗斯人永恒的精神

港湾。只有了解并热爱自己祖国的历史与文化

传统,民族才不会失落精神的家园,国家才能永

远保持前进的精神动力。

从普希金对俄国历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来

看, 他是继卡拉姆辛之后的又一位文学家—历

史学家。他的“历史理解”比起同时代人更接近

历史的真理,这一点已为后代人所公认。他具有

历史学家客观评判事物的清醒头脑和犀利目

光。

注释:
� �  ! ∀# ∃ 《普希金全集》,苏联科学院 1951年版,第七

卷, 61, 48, 136-138, 48, 62, 164-165, 74页。

� 普希金:《给俄国史的作者》( 1818) ,查良铮译。

� 《普希金评论集》,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年版, 3页。

��指 1818、1821、1824年先后写成的《致恰达耶夫》。

��� �! �∀�#�∃�% 《普希金全集》,苏联科学出版社 1951年版,

第十卷, 868, 867, 867, 866, 867, 868, 818页。

��� 《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遗产》,转引自 B·马夫罗金:《俄罗

斯统一国家的形成》,商务印务馆 1991年版, 13页。

��普希金:《罗斯拉甫列夫》,冯春译。


